
历史研究

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
———“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石　 硕

　 　 摘　 要：百年来，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不但影响巨大且有标志性意义，也

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财富。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我们可从中获得怎样的思想资源与启迪？
三位前辈学者阐释“中华民族”概念学术脉络与学理路径有一个共同点———均立足于中国整体历史观、从

中国历史脉络阐释“中华民族”概念。 恰如费孝通指出：“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 中国民族的实质取

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说到底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是由“共同历史

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共同体。 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

华民族”概念。 这是百年来三位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中华民族；　 中国整体历史观；　 梁启超；　 顾颉刚；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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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界对“中华民族”的讨论日趋活跃，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此概念特质、内涵及其与中国社

会和民族格局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中华民族”概念自 ２０ 世纪初叶产生以来，经过百余年发展，现已成

为中国社会中广泛使用并有普遍共识的一个概念。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概念，要被此概念所指称的对象

接受并认同，二者必有相互契合并发生共鸣的文化逻辑与历史基础。 那么，什么是中国人接受“中华民

族”概念的文化逻辑与历史基础？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并具有启示性与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三个事件值得特别关注：
１． １９０２ 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２． １９３９ 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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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民族”整合国家的观念
同“中国整体历史观”相衔接而产生的一个概念

　 　 根据学界的梳理和研究，２０ 世纪初叶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当时可称为中国知识精英之

巨擘并站在新、旧交替激荡之大变局时代前列的梁启超先生。① 为何梁启超能成为最早提出“中华民

族”概念的先驱？ 笔者以为，除了梁启超是当时居于时代前列的伟大爱国者，是中国知识精英的杰出代

表和爱国救国活动的积极倡导与实践者外，还需探讨其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背景与思想基础，这

既是我们理解其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缘由的重要面向，同时也是洞悉此概念意涵的一个重要路径。
“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清末以来“民族”概念的逐渐流行和使用。 对

中国近代“民族”一词的出现，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其缘自西方和日本，认为日

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大量翻译西方著作，将西方的“ｎａｔｉｏｎ”这一词汇和概念对译为“民族”，由于日文翻

译中直接使用汉字“民族”（みんぞく），故此词遂经日本而逐渐传入中国。② 但在 ２０ 世纪初叶，具体

就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而言，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梁启超在 １８９８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

本，直到 １９１２ 年回国，在日本滞留了 １４ 年。 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是 １９０２ 年到 １９０５ 年，
正值其滞留日本期间。 事实上，在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前， 他已开始使用“民族”的概念。

１９０１ 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 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③

１９０２ 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再次写道：

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ｍ）
所磅礴冲激而成。 民族主义者何？ 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

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④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明白，２０ 世纪初梁启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乃与“民族主义”相关，这也应是

后来他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族”一词的要义。 因此，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

族”一词，实根源于 １９ 世纪西方及许多地区兴起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含义中的“民族”，其思

想精髓和基本理念是以“民族”为基础来整合与构建现代国家。 从以上两段对“民族主义”的论述看，
之所以推崇“民族主义”，显然是基于两点：第一，“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第二，“民

族主义者何？ 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

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⑤ 这表明他已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观念对戊戌变法后深陷颓势的中国

·２·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梁启超首次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是 １９０２ 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 正式提出则是 １９０５ 年
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此后又在 １９２２ 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扩充了“中华民族”
概念的内涵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提练。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 年第 ２ 期。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指出中
国古籍中早就存在“民族”一词，如《南齐书》《高逸传》《顾欢传》中已出现“民族”一词，此后汉文史籍中“民族”
一词也屡见于记载，故认为此词并非舶来品，而是“确属中国古代汉语的名词”，提出“民族”一词完全可能是从中
国传到日本的。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年，第 ２０ 页。 下文所引《饮
冰室合集》文字，均据此本。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 ２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６５６ 页。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 ２ 册，第 ６５６ 页。



社会将是一种新的思想资源。① 从“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ｍ）所磅礴

冲激而成”的论述看，梁启超正是要用当时颇能代表时代潮流并有“民族主义”意涵之“民族”这一新

的思想资源来实现中国的社会整合与国家强盛。②
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则是“中国整体历史观”。 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

有一个事实常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梁启超在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前的 １９０１ 年—１９０２ 年间，
曾经发表一系列纵论中国历史的论文，这包括 １９０１ 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１９０２ 年发表的《论中国

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等。③ 在这些论

文中，梁启超已开始把有“民族主义”意涵的“民族”概念引入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中。 正是这种把“民

族”置于中国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的学术路径，成为了孕育和催生“中华民族”概念的土壤。 实际上，
在其 １９０１ 年—１９０３ 年有关中国整体历史的系列论述中，已可清楚地寻觅到“中华民族”概念在梁启

超心目中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轨迹：
１． 正是在把“民族”置于中国历史的考察中，梁启超开始使用“中国民族”一词。 其中在 １９０１ 年

的《中国史叙论》中，７ 次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④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含有中国民族总体意义的

“中国民族”一词，乃“中华民族”概念孕育之雏形。
２． １９０３ 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

义。 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 大民族主要者何？ 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

外之诸族是也。”并提出了“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观点。 为证明“大民族”的

观点，梁启超还特别征引了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Ｂｌｕｎｔｃｈｌｉ Ｊｏｈａｎｎ Ｃａｓｂａｒ）提出“美国民族，不同地，
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的观点，并针对“国境大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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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观，二曰世界观。①

据考证，这是梁启超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② 文中未解释“中华民族”的含义，或有学者认

为其含义尚不明确。③ 但笔者以为，此文主要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附带论及“中华”时而

忽有“中华民族”一语，未解释含义尚属正常。 从语境看，我们不排除此处使用“中华民族”可能有灵

感一现的“神来之笔”因素，但“中华民族”一词在梁启超笔下的出现却并非偶然，这当与之前他对“民

族主义”的推崇、把“民族”概念引入对中国历史的考察并产生“中国民族” “大民族”等思考密切相

关。 正因为有此基础，故当言及“中华”时，凝聚于笔端的“中华民族”一词乃自然地流泻而出。
不过，梁启超显然意识到了“中华民族”一词的价值与意义。 １９０５ 年他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

观察》一文，比较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 文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共 ７ 次，这意味着已基本用

“中华民族”一词替代“中国民族”的称谓。 该文是 ２０ 世纪首篇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作系统探讨的论

文。 文中将中国历史上诸族划分为八个民族即“苗蛮族” “蜀族” “巴氐族” “徐淮族” “吴越族” “闽

族”“百粤族”“百濮族”。 在分别叙述这八个民族的变迁与历史源流后，梁启超指出：

前所论列之八族，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其族当邃古之时，或本为土著，或自

他地迁徙而来，今不可考也。 要之，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者也，而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

化为中华民族。④

文中除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外，还使用了“华族”“汉族”的概念。 虽然受时代局限，在文中有把

“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倾向，⑤但此文却有两个开创性贡献，其一，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力

图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民族流源的探讨来阐明“中华民族”的由来；其二，敏锐地指出“中华民族”最重

要的一个特征———混合性。 梁启超言道：

今之中华民族……自初本为一民族乎？ 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 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

题……吾解释第一问题，敢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

而成。⑥

具有如此独到的见解和眼光，显然得益于其研究中国历史的深厚造诣及由此所产生的中国整体

历史观。
２０ 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是一个极具时代标志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民族作为一个整体

之自我意识的萌芽与觉醒。 诚如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所说：“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

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⑦完成此重要时代使命的正是作为思想先驱和

著名历史学家的梁启超。 之所以能担当和完成这一重要时代使命，与他的两个身份密切相关。 其一，
梁启超是 ２０ 世纪初爱国救国的思想先驱与践行者。 他直接参加了戊戌变法，并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

本。 在日本期间他接受了以“民族”整合与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观念，并敏锐意识到此观念对

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将是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梁启超推崇“民族主义”观念即以“民族”来整合国家

之初衷，如其所言，正是要“以谋公益而御他族”。 其二，梁启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 ２０ 世纪初新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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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 １ 页、第 ２１ 页。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 ６６ 页。
李大龙：《对中华民族 （国民） 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 顾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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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组成一大民族”，①到《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两文中正式提出和阐释

“中华民族”概念，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整体历史观及对历史上中国民族的考察与研究，乃是“中华民

族”概念在他心目中一步步酝酿、孕育并渐臻成熟的主要学术路径。 这说明，“中华民族”概念同“中

国历史”乃密不可分。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民族”的观念是一粒种子，那么，这粒种子正是在

“中国历史”的土壤中才得以孕育、滋长，并结出“中华民族”概念之果实。
顾颉刚是继梁启超之后，在学理上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华民族”概念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位学

者。 １９３９ 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民族危难之际。 作为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概念及“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阐释，同样是立足于中国整体

历史观，并从中国历史整体视野对“中华民族”的来龙去脉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是说话时没有一

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人、汉人、
唐人。 其中秦字衍变为支那，成为国外最流行的名称；汉朝享国最久，汉人一名成为国内各族间

最流行的名称。②

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然近代才出现，但作为一个实体，它的存在却已有两千多年：

秦皇用了武力造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原来各国的人民也就用了自然力造成了一个伟大

的中华民族。 秦的国家虽给刘邦项羽所打到，而那些人民所造成的大民族则因团结已极坚固，并

不与之俱倒……时代愈后，国家愈并愈少，这就足以看出中华民族演进的经历来。 自从秦后，非

有外患，决不分裂，外患解除，立即合并。 所以我在第一篇文字里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句话

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的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③

顾颉刚把秦的大一统作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标志，认为这一个称呼虽然出现较晚，但中华民族作为

一个统一实体却已存在了两千多年。 对于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的无数坎坷、劫难及分裂与统一，
顾颉刚用 ２０ 个字作了高度概括：“自从秦后，非有外患，决不分裂，外患解除，立即合并。”这是一种历

史大视野，更是一种中国整体历史观。 短短 ２０ 个字，不但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发展演变之大势讲得

清楚明白、浅显易懂，而且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及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始终一脉相承、一

嗣“外患解除，立即合并”（即整合）的发展规律与特点。 总之，顾颉刚不但从中国整体历史观来看待

“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从数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阐述和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在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上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如果

说，梁启超以“民族意识”作为中华民族本质特征是对此概念的一个重要贡献，那么，“中华民族是一

个”则道出了此概念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即中国各民族一体。 前已提及，梁启超是在对“中国民族”
“大民族”“中华”等思考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这些认识的后面实际上均蕴含了“中

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 事实上，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阐释始终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梁启超提出中

华民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但最初把中华民族定义为“汉族”，后发现此认识并不妥当，故最终

以“民族意识”来定义中华民族概念。 以“民族意识”来定义中华民族，显然已明确包含了“中华民族

是一个整体”的思想。 所以，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可以说用简单、直白的话语一语道出

梁启超在探索中华民族内涵过程中努力想要表达却未能说出的话。 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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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 ７５—７６ 页。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９ 期，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２３ 期，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



点，看似简单，但对认识“中华民族”概念而言，却既是一个学理上的升华，也是内涵的丰富与拓展。①

另外，此观点的语言表述简捷有力，用一句通俗明了的大白话，一语道出中华民族的本质与精髓。 当

然，这也要归功于作为资深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以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厚学术底蕴，立足中国历史的整

体视野，纵贯数千年，深入浅出地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阐释得简明清晰、明白易晓，这是顾颉

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独特贡献。 此外，顾文的发表正值中国抗战局势严峻、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此

文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国家团结产生了巨大鼓舞和激励作用。
顾颉刚文章发表后反响热烈，并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 其时撰文参与讨论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

意见的学者甚众。② 从当时学界的反应看，虽有个别学者对文中的某些提法、观点存在争议并有一些

辩论，但主流意见却大多是对顾文的观点予以积极呼应、赞同和支持，③同时也充分肯定就当时形势

而言，其观点对全国的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出人意料的是，顾文的发表引来了一段在“中华

民族”概念学术史上耐人寻味且对学界颇有教益与启示的故事———这就是顾颉刚、费孝通之间就“中

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议与对话及由此为半个世纪以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所埋下

的伏笔。 当时，对顾颉刚观点表达不同意见的学者主要以费孝通为代表。 费孝通于 １９３６ 年赴英国跟

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１９３８ 年学成归国执教于云南大学。 刚回国不久且与顾颉刚同在昆

明的费孝通看到顾文后，出于对学术的执着与真诚，给顾颉刚写了一封表达不同意见的信，此信以

《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为题于同年 ５ 月 １ 日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刊出。 费孝通主要对顾文使

用的“民族”概念一词提出质疑，费孝通依据西方有关“民族”概念的定义，提出“国家不是文化，语言，
体质团体”，认为“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④ 为回应费孝通的质疑，顾

颉刚先后撰写了《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

（续）》，对费孝通提出的质疑从学术上作了坦诚和耐心、细致的回应与交流，并藉此对“中华民族是一

个”的观点作了更充分、更深入的学理阐述。 今天阅读两位学术前辈当年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

议与对话，可以清楚发现，两人的分歧并不存在观点、立场的根本对立，而主要是由于学科背景和学科

视角的差异所致。⑤ 对这一点，两人后来均有所悟。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顾颉刚、费孝通当年围绕“中

华民族是一个”争议与对话，却为半个世纪以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埋下一粒种子。
正是在这场对话的 ４９ 年后即 １９８８ 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著名且影响深远的“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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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 ———“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之缘起，有两个重要背景：第一，傅斯年起了倡导与推动作用。 傅斯年 １９３５ 年发表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文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１９３９ 年
顾颉刚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受傅斯年之嘱托。 原因是在日本操纵下暹罗更名并宣称桂、滇乃掸族故居，形势严
峻，傅斯年写信提醒顾颉刚“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 第
二，１９３７ 年顾颉刚在《申报》发表《中国民族的团结》，写道：“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
的种族，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在 １９３９ 年以前同
样酝酿于顾颉刚心中。 这正是顾颉刚接傅斯年的来信后，“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与同情”，迅速写出《中华民族是
一个》的原因。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第 １８１ 号，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傅斯年：《致顾颉刚》，见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 ７ 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０５—２０６ 页；顾颉刚：《中国民族的团
结》，《申报·星期论坛》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２ 日。
当时撰文参与讨论的学者主要有张维华、吴文藻、傅斯年、翦伯赞、白寿彝、孙绳武、马毅等。 周文久、张锦鹏：《关
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辩论的考察》，《民族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 １９３９ 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１９ 期，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 日。
马戎曾将顾颉刚与费孝通的对话概括为“一位在中国成长的历史学家和一位由西方培养的人类学家的对话”，认
为两人的分歧主要是“年龄阅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经历不同，关注重点不同”所致。 这是十分客观的看
法。 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 １９３９ 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演讲，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① 就知识结构与学科背景论，费孝通是著名的人

类学家、社会学家，但肯定不是历史学家。 然仔细阅读费孝通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文稿，
我们惊讶地发现，费孝通这篇长达 ２４ ０００ 字的文稿却完完全全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进行系统阐述、从

中国历史整体脉络全面论证和阐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一篇宏文。 该文上起石器时代，下迄

近现代，纵横捭阖，整个就是一篇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最终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史。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对中华民族发展脉络及多元一体格

局的阐述，无论是历史视角、框架内容还是基本论点，均与 １９３９ 年顾颉刚的论述相接近，尤其是关于

中华民族逐渐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的描述，均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基本论述相吻合。 这正

如马戎所说，费孝通对“中华各群体之间经过几千年的迁移、通婚而在血缘上的互相融合、文化上的

相互吸收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内容与顾颉刚先生在 １９３９ 年写下的话语几乎完全相同”，并认为

“费先生在 ５０ 年后基本接受了 １９３９ 年顾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和对其特征、发展历程的描

述”。② 李大龙也认为：“费孝通先生确实对于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由质疑到认同

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③

梁启超和顾颉刚都是资深的历史学家，二人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论证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这

十分自然也容易理解。 但为何并非历史学家的费孝通，在提出和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也

同样完全立足中国整体历史观、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来进行论述与阐释？ 这是为什么？ 对此问题，费

孝通在 １９９３ 年有一段含义深刻的回答：

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颉刚先生是触及“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的。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

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 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 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

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④

这段话是费孝通在顾颉刚百岁纪念会上说的。 言辞十分恳切，既是费孝通心迹的流露，也饱含了

回顾当年自己与顾颉刚那场争论中对顾先生的理解和自我反思。 特别是“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

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这句话，很大程度可视为对自己当年完全从西方概念出发同顾

颉刚争论的一个反省。 费孝通这番话是在提出和系统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五年以后说

的，某种程度上既是费孝通自己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体会，也是对为什么必须从

中国历史脉络来认识和阐述“中华民族”概念的一个回答。
在“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以来的一个世纪中，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位学术前辈对此概念的阐

释尽管因时代背景的差异而各有侧重和不同，但三人认识“中华民族” 概念的学理路径却惊人相

似———均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认识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 其中，最具启示与教益的是，１９３９ 年刚从

英国留学归来，因由学科背景和学科视角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表达不同意见的费孝

通，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并非历史学家的费孝通却同样回归了从中国历史脉络阐释“中华民族的多元

一体格局”的学理路径。 所以，对为什么必须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认识“中华民族”概念，费孝通深有感触

地说：“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 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⑤“中华民族”当然是

“属于中国历史范畴的概念”，因此，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路径，从根本上说是由

“中华民族”概念的属性所决定。 换言之，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

·８·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
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 １９３９ 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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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民族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
与“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实体

　 　 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有关“中华民族”的论述与阐释，可以清楚看到两个突出的共识：
１．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并非是近代才出现的，而是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 梁启超、顾颉刚、

费孝通均认为，“中华民族”的称谓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此称谓所指称的实体却并不是近代才产生的，
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 梁启超曾这样描述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曰‘诸夏’，曰‘夷狄’，为我族自命与

命他之两主要名词。 然此两名词所涵之概念，随时变迁。 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

诸夏之范围。 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

得以成立。”①可见，在梁启超看来中华民族乃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不断融合而成，实为历史的产物。
顾颉刚的阐述则更为明确：“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

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

人、汉人、唐人。”他认为作为实体的中华民族应产生于秦代，秦的统一“用了自然力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中

华民族”，“中华民族”的称呼虽然近代才说出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②

费孝通则对此作了更科学、准确的表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

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③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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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及其具有混合、交融之特性这两点，正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

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之历史过程的关键。 有一个问题颇值得深思：梁启超在 ２０ 世纪初为何会提出一个

涵盖中国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概念？ 此概念一经提出又为何会不胫而走、得到中国社会和民众的

接纳与广泛认同？ “中华民族”概念产生及为中国社会和民众接纳与认同的历史基础是什么？ 其实，
对此问题，顾颉刚、费孝通已作了回答。 顾颉刚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近代才说出来，“但默默地

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① 费孝通亦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

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

的。”很显然，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的存在，正是近代“中华民族”概念产生并被认同的历史基础。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与融合过程中，有两个基本趋势异常明显：第一，中国历史上

民族交往与融合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民族关系愈来愈密切，民族混合与交融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向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方向发展。 对此，一些前辈学者已作过精辟阐述。 翁独健即指出：“如果说

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②费孝通的阐述

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

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③

顾颉刚则以汉人为例作了这样的阐释：“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

多。”④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与融合是朝着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密不可分的一个

整体方向演进。 而这个日益紧密联系的整体，正是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 第二，
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与融合总体趋势是由松散到紧密、由多元趋向一体，因此，中华文明事实

上是由中国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诚如翁独健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不是由某一个民族创造

的，而是由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共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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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对共同生活的愿望、以及完整地继承和延续历史遗产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是一种

大规模的休戚与共，它以过去的历史为前提，包括了过去所作的牺牲和将来准备作的牺牲这两种

感情。 在当前，其成员有明确表达愿意继续共同生活的愿望。①

欧内斯特·勒南认为，民族本质上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及其成员“愿意继续共同生

活”等因素联结起来的人们共同体。 所谓“愿意继续共同生活”，反映的是其成员对“共同未来”的期

许。 故按照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民族”乃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系

起来的人群。 这无疑是基于对民族本质的深刻洞悉产生的一种高度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３９ 年顾

颉刚对“民族”含义的认识和理解竟与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颇相类似，顾颉刚认为民族是“营共同

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们而言”，②又说“民族就是一个有着团结情绪的人民团体，只要能

共安乐、同患难便是，文化、语言、体质倘能混合无间，固然很好，即便不能，亦无碍其为一个民族”。③
这显然也是顾颉刚所言“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民族”一词的含义。 很明显，顾颉刚对“民族”的这一

认识自然不是缘自西方，而是基于对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民族融合的深刻洞悉而得出来的。 恰如 １９３７
年他在《禹贡》撰文所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
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彼此休戚相关，交互尊重，共同

提携，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④

我们不难发现，欧内斯特·勒南与顾颉刚对于“民族”之本质及其含义的认识颇相契合，原因可

能在于二人均是从历史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一词的意涵。⑤ 事实上，对于历史悠久和传

统深厚的文明地区及人群而言，“民族”的内涵均与其历史密不可分。 费孝通在 １９９３ 年深有感触地

说：“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 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⑥显然已饱含对顾颉刚

当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中“民族”一词内涵的深刻理解。
欧内斯特·勒南还特别强调了民族要“一起受苦”。 他指出：

事实上，共同的痛苦比共同的欢乐更有凝聚力。 就民族记忆而言，悲伤比胜利更具有价值，
因为它们强调责任感，要求其成员共同的努力。⑦

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融合尽管有民族间的和平交往，但同时也伴随着无数的战争、征服和劫

难等高昂代价。 这正如梁启超概括中华民族特征时所言：“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

成。”⑧历史上各民族混合、交融与凝聚的过程，不但形成休戚与共、患难与共的“共同的历史记忆”，
也铸就了其“共同的历史命运”。 按照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倘若民族是一种“以过去的历史为前

提”的“大规模的休戚与共”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特性与实质就正是这样一个“以过去的历史为前

·１１·

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 ———“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这是欧内斯特·勒南（Ｅｒｎｅｓｔ Ｒｅｎａｎ）１８８２ 年在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的一篇演讲稿，题目是“Ｗｈａｔ Ｉ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什么是民族？）此文由马丁·托姆（Ｍａｒｔｉｎ Ｔｈｏｍ）译为英文，收录于论文集《叙述与民族》之中。 见 Ｅｒｎｅｓｔ
Ｒｅｎａ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ｏｍｉ Ｋ． Ｂｈａｂｈａ ｅｄ． ，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０。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
顾颉刚：《纪念辞》，《禹贡》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 日。
欧内斯特·勒南恰恰也是从欧洲的历史及其民族融合的角度来阐述“民族”一词的含义。 他甚至提出民族的显著特征
“其实来自其组成人口之间的相互融合”。 Ｅｒｎｅｓｔ Ｒｅｎａ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ｏｍｉ Ｋ． Ｂｈａｂｈａ ｅｄ． ，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Ｅｒｎｅｓｔ Ｒｅｎａ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ｏｍｉ Ｋ． Ｂｈａｂｈａ ｅｄ． ，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 ３１—３２ 页。 翁独健也曾指出：历史上
“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往，很多是不和谐开展的，而是伴随着民族冲突和压迫，经过民族矛盾
的发展和解决。 因此，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不是和和平平的，而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 见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 １６ 页。



提”的“大规模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这个“以过去的历史为前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是近代以来在列强的侵

略下，开始“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由此唤醒他们是一个有“共同命运”的整体之自我意识。
通常，一个民族总是由她的精英———这些精英往往站在时代前列并能最早感知本民族的时代需

求———来代表和表达民族的心声与诉求。 梁启超在 ２０ 世纪初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以“对他而自

觉为我”的共同“民族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顾颉刚在抗战全面爆发、山河破碎、国家危难之际提

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及社会利益与价值日趋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中华民族的

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都无不体现了顺应时代需求的民族心声。 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概念的

产生、传播并为中国社会所接纳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化

的过程。 这一转化固然是由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即外部刺激所催化，但其内在的基础却是数千年民族

融合形成并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和“共同经济文化”联结起来的民族实体。

四、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从近百余年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论述与阐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

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人均从中国历史的视阈提出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来看，对

中华民族的认识乃与中国历史密不可分。 三人从中国历史脉络探讨和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了两个重

要共识：１． 尽管“中华民族”概念是 ２０ 世纪初产生的，但中华民族作为实体却并非是近代出现的，而

是自古以来就存在。 ２． 中华民族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 这两点对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内涵和特点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中华民族”概念的本质是中国各民族一体。 但这个“一体”并非出自近代的建构，而是中

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 恰如顾颉刚所说：“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

题。” ①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与融合的总体趋势是朝着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彼此密

不可分的整体的方向演进。 这一过程既有和平的交流、交往，也伴随了无数的战争、征服与苦难，这种

休戚与共的发展历程使中华民族不但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也铸就其了“共同命运”。 按照法国学

者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民族是由有“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 “共同未来”联系起来的人们共

同体，那么，中华民族就正是这样一个“以过去的历史为前提”的“大规模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 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使他们开始“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这也正是其民族意识逐渐觉

醒，从而实现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化的原因。
第三，过分拘泥和纠缠于狭义的民族定义，将有碍于我们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与理解。 正如费

孝通一针见血指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如果硬套西方有

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②这是费孝通经过半个世纪的积淀、反思得到的深刻感悟与认

识，也是其从中国历史脉络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切身体会。 正是在此感悟基础上，费孝通指

出“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 从很大意义上说，由中

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正是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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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ｃｏｎｉｃ． Ａｓ ａ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ｍｉ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ｆｏｒ ｔｏｄａｙ ̓ ｓ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
ｓｈａｒｅｄ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Ｆｅｉ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ｏ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ｆｕ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ｄ． Ｉ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ｎ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ｎ ｗｅ ｔｒｕ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 ｌｅｆｔ ｕ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Ｒ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ｉａｏ Ｙｉｎ， Ｄｕ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 ｍａｎ⁃ｅａｒｔ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Ｓ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Ｘｉａｎｇ⁃Ｌｉ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ｗａ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ｎｅｅ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ａｌｌｏｗ ｅｖｅｎ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ｒ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ｏ ｔｈｅ Ｄｕ⁃Ｂａ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ａｏｊｉａ， Ｊｉｎｇ Ｊｉｅ， ａｎｄ Ｍａｐｓ ｈａｄ
ｃｏｍ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Ｆｒｏｍ Ｘｉａｎｇ⁃Ｌｉ ｔｏ Ｄｕ⁃Ｂａｏ，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ｗａｓ ｒｅｌｅｇ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ａｃｋｅｄ ａ ｃｌｅａ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ｇａｔｅ ｖａｌ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ｏ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Ｄｅｐｉｃｔｅｄ ｏ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Ｍａｐ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Ｒｅｉｇｎ Ｈａｎ Ｚｈａｏｑ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 Ｌｉｕ Ｍｉｎ， Ｈｅ Ｇｕｏｆ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Ｍａｐ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ｒｅｉｇｎ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ｄ ｏｖ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ｈｅｓｔ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Ｋａｎｇｘｉ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ｔ ｗａｓ ａ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ｍａ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ａｉｌ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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